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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劳工移民的多维度获得感与国家认同
——以在韩国就业的中国朝鲜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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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92 年中韩建交以后，朝鲜族劳动力在中韩之间跨国流动的规模大、总量多，庞杂的

数字背后凝结着时代变迁中个体的利益选择、价值认同及社会融入。朝鲜族的跨国流动是经济全球化

下的客观趋势，也是中国边境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影响因素。朝鲜族在中韩之间的就业及安居选

择，折射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家国情怀”与现实约束之间的复杂交错，其在就业国别和安

居方式上的选择不仅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更是在族缘、家庭、人际互动、价值观等因素的复

杂影响下，对更有利于自身的经济、福利、社会及文化环境的选择。通过 50 份对在韩务工朝鲜族劳

动者的访谈材料分析发现，大部分访谈对象坚持以中国为安居地，只是现实因素的制约下为了财富积

累目标而跨国就业。其中，家庭最具有决策导向性，经济收益是阶段性的工具目标，社会融入成为韩

国的主要排斥性因素，安全感是新冠疫情持续期间的重要决策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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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China and Republic of Korea（ROK）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92, Korean 

ethnic group of China labour migrants have made a significant cohort frequently crossing national bor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ir  transnational movement may be perceived as a consequen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hich however has had many impacts on China’s regional governance.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50 Korean ethnic group of China emigrant worker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ynamics of employment 

and family arrangement among transnational Korean ethnic group of China labourers. It  finds  that  they 

share a  tendency of making a home base  in China and accumulating wealth  in ROK, since  ther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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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barriers  restraining  their  integration  into ROK society. More recently,  their decision-making  is 

much affected by uncertainties caused by  the COVID 19 epidemic. The research casts a new light on 

transnational workers' multilayered sense of belonging and national identity.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

华儿女大团结”，要“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中华儿女大

团结的生动局面依托于在国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也离不开海外中华儿女对祖国的认同感与归属

感。边境民族具有地缘相邻、语言相通、习俗相似等便捷条件，更容易选择跨国就业、流动及迁移，

因此成为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关键点。如何通过利益共享、情感共融建立联系纽带，增强海外各

族同胞的国家认同感及中华民族认同感，是人力资本全球流动背景下需要直面的现实问题。中国朝

鲜族劳动力在中韩之间的流动与归属感问题就属于此类典型问题，一直受到学界关注，也亟待在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儿女大团结的构架下重新解读。

在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 1992 年中韩建交以后，朝鲜族劳动力在中韩之间跨国流动的规模大、总

量多，庞杂的数字背后凝结着时代变迁中个体的利益选择、价值认同及社会融入。朝鲜族的跨国流

动是经济全球化下的客观趋势，也是中国边境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影响因素。朝鲜族在中韩之

间的就业及安居选择，折射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家国情怀”与现实约束之间的复杂交错，

其在就业国别和安居方式上的选择，不仅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更是在族缘、家庭、人际互

动、价值观等因素的复杂影响下，对更有利于自身的经济、福利、社会及文化环境的选择。进入新

时代后，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社会安全性优势更加显著，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如何让跨国劳工移

民进一步深化国家认同感，画好中华儿女同心圆，是本文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文献综述：跨国劳工移民的流动选择

（一）关于跨国劳工移民的身份认同
在全球化进程中，传统社会的中心开始瓦解弥散，［1］劳动力跨国流动成为一种新的现象，并且

伴随着“认同”上的不确定性与动态性。基于血缘纽带的“原生论”在解释身份认同的转变方面略

显苍白，而“情境论”则认同社会及政治因素对身份认同的影响力，也认同群体及个人在不同社会

情境中的多重认同感，因而更有说服力。［2］跨国主义学者同样认为，跨国移民是建立和维持跨界家

庭、经济、社会、组织、宗教和政治联系的群体，他们会构建多重联系以克服流动中的障碍性因素，

在流出地和流入地都有行为参与。［3］还有学者认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不再是一个固定的本质，

而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国际移民的身份认同处于不断选择和再选择、塑造和重塑的动态过程中。［4］

例如，在泰国的中国人群体并没有被简单“同化”，而是通过自己的行为惯习实现了中泰文化的双向

影响，并能够在不同的族群内完成行为转换。［5］荷兰中餐馆的非正规劳工移民体现为传统文化、社

会关系与经济理性相融合的“道义经济”，兼顾了劳工移民与雇主之间的互惠互利关系。［6］就在韩朝

鲜族而言，其身份认同可能有三种：韩国的“韩民族”、中国朝鲜族以及介于两者之间，而中间取向

身份选择的双边归属感都偏低。 ［7］

（二）关于中国边疆民族的认同感
国内学者将中国边疆少数民族认同感具体化。郑宇、曾静以云南边疆地区的苗族家庭个案为例

进行分析，发现边民在国籍选择中会倾向于历史变迁中对自己有利的一方，并且可分解为支系、族

际、跨境区域、家族、文化等诸多亚层面的认同。［8］南日、陈纪发现中国的朝鲜族流动到韩国后，

身份认同不宜笼统地被评判为对韩国认同的强化或弱化，而是由于业缘、趣缘等差异而呈现出多维

度分化的表征。［9］席婷婷认为朝鲜族在赴韩就业后体现出“三重脱嵌”，即脱嵌于韩国、家乡城市和

乡村。［10］在增强边疆各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具体路径方面，谢和均、李雅琳等提出，社会保障制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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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强边疆少数民族的经济福利认同，进而增强国家认同。［11］孙保全聚焦边民意识在边境治理中不

可替代的作用，认为边民意识在边境场域中经由多重机制建构，它由领土意识、国民意识、跨国比

较的“获得”意识、守土固边的责任意识构成，应跳出“跨界民族”的传统认识框架，通过机制创

新实现边民意识的再建构。［12］赵刚、汪晶石主张中国应该用民族政策推进边境民族的国家认同，其

中解决身份认同是核心，推动政治制度认同是重点，促进边境地区的经济进步和文化发展是基本手

段。［13］青觉、徐欣顺认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多民族国家建设应以人民为中心，建立现代化民族事务

治理体系，并拓宽人民性的行动路径。［14］

（三）关于中国朝鲜族的跨国流动及选择
学界意识到，在韩朝鲜族的流动决策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朴今海、姜哲荣发现大多数在

韩朝鲜族对中国有强烈的归属感，但民族认同、国家认同、韩国政策及社会环境对其现实选择产

生了复杂的共时影响，呈现为“现实的韩国，未来的中国”。［15］Kim Tae-Sik 以韩国首尔的大林洞

（Daerim-dong）华人聚居区为例，分析了中国文化在商业消费中的主导价值，以及低收入、不稳定

生活给朝鲜族带来的边缘化的交错现象。［16］此外，相关研究还较多关注在韩朝鲜族的困境。崔佑

吉、郑信哲从韩国的社会整合性入手，认为在外国人政策和国民意识存在排他性倾向的现状下，在

韩中国朝鲜族会面临诸多困境及不公平。［17］而移居韩国前后的期望值与现实感之间的落差，大量

就职于体力劳动行业且被边缘化，以及语言文化障碍、社会歧视等因素，导致在韩朝鲜族的中国

认同感增加，原始的民族认同感削弱。［18］还有学者专门探析了朝鲜族跨国流动对个体及家庭的微

观影响。李华认为在韩朝鲜族可能构建跨国家庭维持劳动力的持续跨国流动。［19］李梅花、殷方舟

以生命周期为视角，发现已婚朝鲜族女性的跨国流动只是“正常生命历程”的一个阶段，跨国流

动改变了她们的家庭模式和生活方式，并使她们处于跨国主义双重场景和生命历程连续性的交叉 

节点。［20］

（四）本文目标
现有文献清晰指出，跨国劳工移民的身份认同包括族群、国家、地域认同等内容，是一个动态

变化的过程，增强国家认同需要建立情感、经济、福利等方面的获得感。但学术界并未对国家认同

进行个体获得感的“落地化”解构，也暂未深入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对增强国家认同的交叠效应。中

国和韩国学者特别关注了朝鲜族在中韩流动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社会属性特征，客观评价了在韩朝鲜

族的跨国动机、影响因素和现实困境，但尚未从过程论的角度，分析朝鲜族流动的初始动机与最终

安居决策之间的双重权衡比较；也没有从个人获得感入手，深入探析国家认同感的解构方式及对个

人决策的影响路径。基于上述研究需求，本文通过对比朝鲜族赴韩务工者的初始意愿与当下决策，

并将国家认同感解构为个体在家庭、经济、福利、社会及文化共同体中的综合获得感，来分析国家

认同感的夯实路径，并就如何提升社会治理“软实力”提出对策建议。

二、赴韩朝鲜族劳工移民的安居决策变迁及获得感解构

对跨国劳工移民而言，对祖国的国家认同有多维度的表达：地缘上重归祖国、情感上认同国民

身份、社会网络上与家乡紧密维系等。从国家认同角度分析，跨国劳工移民的初始流动动机即存在

差别，有的只是将跨国就业视为财富积累的路径，且依然想要回到祖国；有的则期待通过流动融入

新的国家，完成身份再造。跨国就业有一个劳动周期，劳工移民需要在周期中接受新的内外部因素

影响，面临全新的利益重组和社会重塑。在重塑过程中，劳工移民会对比祖国与他国之间的各类福

利要素，权衡自我获得感。权衡后，劳工移民会根据不同因素间的推力及拉力，选择融入能给自身

带来更强获得感的社会环境，进而坚持或改变最初的跨国动机，并终结跨国劳动周期。结果是，劳

工移民可能坚持、强化国家认同，也可能削弱甚至改变，并重新对自己的国家归属做出决策。因此，

跨国劳工移民的就业历程，也是通过自身的可及化因素，对国家认同的选择、夯实或重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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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这一宏大概念在劳工移民个体身上微观化、具体化，可解构为不同社会环境对劳工移民自

身生存、安全、发展、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程度，而家庭、经济、福利、文化、社会交往等方面的

获得感对劳工移民的影响最大。跨国劳工移民对各类因素中归属感和获得感的综合考量评价，构成

了国家认同及选择的决策轨迹。

（一）在韩朝鲜族的决策轨迹：50 份访谈材料中的意愿变迁 
中国朝鲜族赴韩劳工移民的就业总量大、持续时间长，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务工潮”，其“归

国”或“留韩”也成为基于复杂因素的决策选择，具有研究的典型性。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并确保

回访可及性，本文采用滚雪球抽样方式，选取了 50 位正在韩国务工或务工后返回中国不足两年的朝

鲜族劳动者，进行结构式访谈，访谈时间为 2021 年 2 月至 2022 年 7 月。其中，男性 19 人，40 岁及

以上 30 人，高中及以上学历者 45 人，到韩国 5 年及以上者 40 人，从事体力劳动、服务行业者 39

人。为了克服新冠肺炎疫情障碍，访谈综合运用了多种方式：对正在韩国务工的访谈对象，第一种

方式是先委托其在国内并参与安居决策的亲友按照提纲对务工者开展结构式访谈，再与亲友进行线

下深度访谈，第二种方式是与务工者直接进行线上访谈；对已经回国的务工者，则在其家乡展开线

下访谈。访谈通过“最初赴韩就业的动机及回国意愿”“当下及未来的归国意愿及动机”等问题，来

衡量访谈对象的国家认同感转变轨迹；通过“个人经济收入及社会交往状况”“韩国最具吸引力的因

素”“回到祖国最强烈的动因”等内容，来了解在韩朝鲜族的获得感偏好及权衡状况。根据访谈对象

的安居地选择初始意愿、当前意愿及变化情况，其决策轨迹分类如下文所示。

1. 最初的意愿：回到中国

在 50 位访谈对象中，有 38 人在赴韩之初预期在韩国达到既定目标后，回到中国定居或养老。

其中，30 人赴韩是为了提高经济收入，5 人为了与已经在韩国的亲友团聚，3 人为了赴韩求学，且毕

业后在韩就业。经过在韩就业历程后，这 38 人当前的安居意愿包括三类：依然回到中国（25 人）、

在韩国定居（3 人）及在中韩之间流动（10 人）。

一是始终坚持回到中国。在流动之初想要回到中国的 38 位访谈对象中，有 25 人仍然计划回

到中国，其中 13 人近期有归国打算或已经回到中国，12 人打算退休后回到中国。在全部 50 位访

谈对象中，有 50% 始终将赴韩视为跨国的务工过程，体现了“韩国是过程，中国是归属”的安

居决策。

2010 年由于家庭变故，我需要一个人抚养儿子，自己没有什么特长，没有固定职业，

在老家小县城靠打工赚钱比较难。为了获得高收入给儿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也为了自己

涨些见识，2013 年 3 月我去了韩国，在韩国工厂的工作环境和待遇要好些。到 2020 年，儿

子上了大学，父母年迈需要陪伴照顾，再加上韩国疫情控制的没有中国好，我就打算回国，

于 2020 年 11 月正式入职了老家事业单位的外勤岗位，现在感觉挺好的，没有再去韩国的

打算。［21］

二是从愿回中国到长期居留韩国。在 38 位访谈对象中，有 3 位在赴韩之初更想回到中国，但当

下愿意留在韩国。其中，有 2 位与韩国人结婚生子；1 位最初赴韩的动机是“希望与在韩的亲友团聚”，

到韩国后，事业发展稳定，就期望在韩国继续发展，但同时也希望“能常回祖国探望家乡的亲友”。

三是从愿回中国到在中韩间流动。在 38 位访谈对象中，有 10 位的安居意愿从赴韩之初的“回

到中国”转变为希望在中国和韩国之间长期保持流动状态，他们中 9 人具有中国国籍，并希望继续

保留，因为中国国籍“在国家间流动更方便”“更自豪”。他们不想在中国安居的原因是回到家乡后

“找工作难”，或是“没有稳定工作”，但在中国仍存在稳定的社交网络，所以希望经常回到中国与亲

友团聚。还有 1 人获得韩国国籍，但也希望能够定期到中国探望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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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初的意愿：在韩国定居

在访谈对象中，有 9 位最初赴韩时就希望将“他乡”转化为“我乡”，在韩长期居留。经过在韩

国的工作生活后，他们当前的意愿分化为依然坚持在韩国定居（7 人）、回到中国（1 人）及在两国

间流动（1 人）。

一是始终想要在韩国定居。在最初赴韩国时希望在韩长期生活的 9 人中，有 7 人依然愿意长期

留在韩国。其中，3 人到韩国的目标就是与在韩的亲友团聚或与韩国恋人结婚，所以自然选择在韩国

安居，但他们与中国依然存在深厚的情感基础及联系纽带。

我的父母先去的韩国。妹妹在大学毕业后，也到韩国跟父母团聚并从事自由翻译工作，

后来跟一个韩国人结婚生子。妹妹曾经问过我，是否要加入韩国籍，我告诉她不要，要保

留中国国籍，一定要做“大国公民”。［22］

二是从愿在韩国定居到回到中国或在两国间流动。在 9 人中，有 1 人在他乡愈发感觉到“中国

是祖国”，因此希望近期回到中国；1 人愿意在中韩之间流动。

中国是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我对这片土地和文化感情深厚，只是因为家人和女朋友

等都在韩国，综合考量收入和生活状态才选择在韩国发展，未来考虑在中韩之间流动。［23］

3. 一直处于不确定的决策状态

在 50 位访谈对象中，有 3 人在赴韩之初就没有明确的安居决策，只是为了实现增加收入的目标

而去韩国务工，并一直“随遇而安”，暂未做出最终的安居决策。

父亲一直在家乡做药品销售，2014 年的时候感觉收入不高，就和母亲一起去了韩国。

他们都不确定最后要在哪里定居，一直“走一步看一步”。但我在中国呀，我有信心劝他们

回来陪我。［24］

（二）过程解构：意愿变迁背后的“拉力”与“推力”
1. 韩国的“拉力”与中国的“推力”：经济—福利获得感是主导因素

大多数朝鲜族选择到韩国就业，是出于就业竞争小、收入高的考量。到韩国工作一段时间后，

“经济收入高”依然是最具吸引力的因素，在回答“韩国最具有吸引力的领域”时，32 名访谈对象提

到此因素。除经济收入高外，其他韩国的吸引力因素包括“语言环境熟悉”（28 人）、“能够与在韩亲

人团聚”（14 人）、“交通及居住环境好”（16 人）、“医疗及社会福利好”（12 人）。可见，部分跨国劳

工移民认为，韩国的经济、社会福利、居住环境具有比较优势，他们能从中得到更强的获得感。同

时，语言环境和家庭团聚是吸引务工人员赴韩的关键因素。

2. 中国的“拉力”与韩国的“推力”：家庭与文化是血脉联系

在 50 位访谈对象中，目前共有 26 位希望回到中国，这成为在韩朝鲜族劳工移民的主导性选择。

其中，14 人已经回国或计划在近期回中国就业，做出选择的主要原因包括“家人或亲友在中国”（5

人）、“更喜欢中国的文化”（4 人）、“在中国个人的发展空间大”（2 人）、“自己是中国人”（3 人）；还

有 12 人计划在退休后回到中国定居，其理由包括“尽量多攒钱帮助子女完成学业”（2 人）、“为自己

攒钱养老不给子女添麻烦”（5 人）、“中国是故乡所以迟早要回去”（5 人）。总体来看，朝鲜族到韩

国务工是一种基于现实考量的财富积累选择，回到中国是根植于国家认同、家庭血缘、文化归属的

“本能”选择。例如，虽然超过半数的访谈对象认为在韩国“语言环境熟悉”，但只有 3 人主动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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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喜欢韩国文化，而 4 人主动提出“更喜欢中国的文化及生活方式”。语言的熟悉感并不代表文化的

认同感与融入感。对在韩朝鲜族劳工移民而言，熟悉的语言能带来便捷的生活方式，但文化认同根

植于原生环境中的惯习养成。

饮食上我们保留了朝鲜族的特点，还大量融合了中国其他菜系，这使得我更加容易接

受中国的饮食文化，虽然一直在努力适应韩国的饮食，但是始终无法完全接受。语言方面，

我在国内使用的朝鲜语和在韩国使用的韩语有些差别，这对我造成一定困难。并且有些词

汇表达，我觉得中文会更容易且形象。而且，中国的建筑群比较“大方”，而韩国比较“拥

挤”，会让我感到十分压抑。［25］

三、对国家认同的个体获得感视角解读

通过访谈材料综合分析，在韩朝鲜族劳工移民对中国的认同感处于明显的优先次序。这也印证

了从始至今朝鲜族赴韩只出现了“务工潮”，［26］而没有出现大规模“移民潮”。对中国的认同感体现

为对回到祖国的预期及行动，也包括留在韩国后对中国国籍的保留及情感羁绊。

在他国就业、生活过程中，经济、福利、文化因素可能影响个体获得感，并产生推力与拉力，

对祖国的国家认同可能强化或弱化，也可能体现为“情怀上的祖国归属感、现实上的他国安居感”

的二元选择。跨国劳工移民会在祖国与住在国的家庭、经济、社交等方面的获得感之间进行比较判

别，且不同的获得感可能产生叠加效应，并演绎出最终决策。

（一）在韩朝鲜族的获得感来源
对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的跨国劳工移民而言，国家认同是家国情怀，也是在特定生活环境当

中的切实获得感。以在韩朝鲜族的流动为例，国家认同可以具象化为家庭—血缘、经济—福利、文

化—社会及应急—安全等因素中的获得感。跨国劳工移民在中韩之间流动，实质上是对不同的获得

感进行比较选择及综合判别，进而做出最终的安居决策。

1. 家庭—血缘因素中的获得感：最具决策稳定性

家庭对在韩朝鲜族的最终安居决策具有较大影响力，这与朝鲜族乃至中华民族家庭至上的传统

文化密不可分。朝鲜族赴韩就业后，家庭不再处于传统的同一地缘内，成员散居并形成了网络空间

化的跨国家庭。［27］在韩朝鲜族以货币、礼品的方式对家庭进行远程支持，也改善了家庭的经济境

遇，但家庭成员的沟通及情感支持成本显著提高。家庭维系模式从传统的同一地域空间内的综合支

持，转化为以情感为基础、以务工者经济支援为输出的模式。当在韩务工的朝鲜族实现了家庭经济

改善目标，或网络家庭模式的维系成本远高于成员间的情感承受能力时，大部分务工者会选择回到

中国，少部分则选择让亲友也流动至韩国，在他乡延续传统的同一地缘家庭。家庭导向型的安居决

策最具稳定性，难以因其他因素而改变。因此，在韩务工超过 20 年的朝鲜族劳动者会因为“父母及

子女在中国”而返回家乡，初到韩国2年的青年也可能因为在他乡组建家庭而定居。一个人的安居选

择受制于家庭意愿，也可能带动一个家庭的群体决策。家国情怀是“家”与“国”的交织，“家”是

安居国别选择的重要导向型因素。

2. 经济—福利因素中的获得感：最具现实工具性

生存利益是切身利益中最核心的内容，也是跨国劳工移民的首要权益。韩国经济曾经创造了

“汉江奇迹”，且韩国劳动力稀缺，远超中国的薪资水平对朝鲜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在中国的

“下岗潮”和城市化进程中，部分朝鲜族选择了赴韩就业。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及汇率变化，

当前在韩就业的收入优势已有所缩减，但仍高于在国内朝鲜族聚居地区的务工收入。因此，赴韩务

工对朝鲜族仍具有较为明显的吸引力，在韩国完成财富积累仍然是朝鲜族跨国流动的实用性驱动力。

但是，经济收益只是朝鲜族在韩国的过程性、工具性融入目标。高收入并不是吸引劳工移民安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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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稳定的收入、有前景的职业规划和职业尊重感才能对其安居决策产生影响。在访谈对象中，

有 10 人在韩国从事公司文员、律师、翻译等社会评价较高的工作，其中只有 2 人期待回到中国。

广义的福利因素不仅包括经济收入，更源于公众在社会保障、生活环境、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

当中的获得感。随着中国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韩国的公共服务质量不再是主要的吸引力因素，但

相对舒适的生活及交通环境仍提升了在韩朝鲜族的生活质量。在社会保障方面，有 25 位访谈对象在

中国参加社保并通过缴费保留权益，这是回到祖国后的风险应对措施，也是与中国以福利共同体形

式保持的联系纽带。总体而言，广义的福利因素对跨国劳工移民的决策起到“锦上添花”的促进、

增强作用。

3. 文化（语言）—社会因素中的获得感：中国的“认同”与韩国的“认异”

因为语言方面的便利条件，部分朝鲜族在外出务工时，没有像其他民族那样选择中国的经济发

达地区，而是选择了韩国。但是，发音风格和口音是生活背景、生活方式的重要反映，朝鲜语与韩

语的差异成为务工的朝鲜族与韩国社会之间的原始身份隔阂。同时，随着中国国家通用语的有效普

及，朝鲜族融入中国其他地区城市文明的路径更加丰富。语言接近不代表文化的天然融入，文化共

同体是基于长期的行为惯习、环境培育而形成的价值认同，它直接关系到一个人安居的归属感。国

籍不同、地缘差异、复杂的现实因素都阻滞了中国朝鲜族在韩国的社会融入，文化差异和国民身份

差异成为其融入韩国社会的主要障碍。［28］中国朝鲜族与韩国的韩民族都经过各自国家长期的文化

塑造，自我特征显化，彼此的族裔认同及血缘联系呈淡化趋势。受益于中国成功的民族政策和中华

文化的包容力，朝鲜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及归属感更加明显，在韩国的就业过程，突出了与韩国的

“认异”，也强化了对中国的认同。

作为中国朝鲜族，我首先对中国有国家认同，其次是朝鲜族的认同感。对我来说，中

国朝鲜族不同于韩国的“韩民族”。两者虽然有很多相似点，但是经过长时间中国文化与教

育的熏陶，又有别于“韩民族”。［29］

4. 应急—安全因素中的获得感：公共危机突发下的中国优势

重大突发公共安全风险会对现有社会环境的产生整体性冲击，一个国家能否建立起牢固的应急

管理共同体，关系到公众安全及社会稳定，也关系到国家的国际形象及责任，进而影响跨国劳工移

民的流动选择。2020 年初全球突发新冠肺炎疫情，中国通过多维度主体协同形成全社会动员力和全

资源整合力，最终彰显了民族凝聚力，实现了疫情常态防控和经济稳步复苏两个目标。这为海外中

华儿女提供了安全网，部分在韩务工朝鲜族认为回到中国会收获更大的安全感，因此对安居地做出

新的选择。

我在韩国从事美妆业，觉得医美行业发展前景良好且上升空间大。但近年，中国的互联

网平台公司蓬勃发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更是发展迅速，所以今年想回国发展，凭借在韩国

化妆品牌线上渠道的工作经验及优势，融入中国互联网（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30］

（二）不同获得感的交叠与损益
跨国劳工移民的最终安居选择，是对家庭、经济、社会、文化及安全等方面的成本及收益进行

权衡后的综合决策。在朝鲜族跨国就业的现实维度下，劳动者为了将阶段化目标最优化，可能会因

为不同获得感叠加效应而做出流动决策，也可能为了首位目标而暂时牺牲其他方面的获得感。个人

获得感的替代或叠加效应，最终影响其国家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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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福利因素与家庭—血缘因素的交叠作用

跨国劳工移民在就业周期内，经济收益与家庭团聚之间存在损益互补。朝鲜族劳工移民需要完

成自我或家庭的财富积累时，可能需先暂时降低自己与家庭的紧密度，而选择融入陌生的社会以求

得经济收益。当财富积累到自己预期后，在韩朝鲜族大部分会选择归国，重新回归中国的家庭及社

会网络。但在韩就业期间，“跨国分离家庭”并非是消极的，劳工移民借助血缘情感、远程联络、现

金支持、礼品赠送等工具性纽带，多元而弹性地维系着家庭成员间的积极互动。［31］劳工移民赴韩就

业并获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发展后，也可能牵动整个家庭的跨国流动，在他国重新巩固家庭共同体。

而回到中国定居的朝鲜族劳动者通过在韩务工夯实了个人储蓄，完成了养老资本及子女教育资本的

积累，不仅提高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有助于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实际上，这是跨国就业

期间的经济收益对家庭乃至社会的增益效应。

2. 经济—福利因素与文化—社会因素的交叠作用

在朝鲜族劳工移民跨国就业期间，文化—社会因素容易在中韩之间形成推力与拉力，但其推拉

作用不足以超越经济收益而成为主导因素，而是会影响在韩朝鲜族的融入感和获得感。当在中国无

法寻找可替代工作或未完成财富积累目标时，在韩朝鲜族会尽量接纳、容忍当下的文化—社会障碍，

或在中国的务工同伴之间形成内向性的交往模式。如果在韩朝鲜族能够适应当地的文化及社会网络，

则可能会与稳定的职业发展、家庭团聚、经济福利等因素形成叠加合力，促成其在韩国安居。

我的亲哥哥、堂哥堂嫂都在韩国，平时生活工作压力很大，交际圈子也几乎都是中国

人。虽然平时忙忙碌碌，但每到中国传统节日，他们一定会互相走动聚一下。［32］

四、政策意蕴：以共享性夯实获得感

建构国家认同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长治久安与高速发展的根本保障。国家认同是价值认同，

更要“落地”为个体在利益、情感、安全等方面的获得感。影响朝鲜族在中韩之间流动的因素从来都

是“双方的”，韩国一直以自身利益为导向而调整“海外同胞”政策，将“同胞”的意义工具化。［33］

对中国而言，应该将天然的国家认同感外化为具有治理优势的公共政策工具，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

自身的吸引力、吸纳力及包容力。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应持续夯实国家荣誉感与

整体观。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安居工程、确保人口承载量是夯实国家认同的根本保障，关键点是在

安全、民生、经济、文化、情感认同等方面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提升区位优势，也提高国家的“硬

性”竞争力及“柔性”影响力。

（一）以经济社会安全感强化国民身份认同感
国家安全共同体在平顺时期容易被淡化，但在公共危机中意义重大。它包括国内经济的平稳增

长、稳定的安居环境和应急管理中的国家凝聚力，也包括中国国籍给海外公民带来的安全感及获得

感。中国应继续提升对海外中国公民的国际公共服务可及性，并在他国突发公共危机时为中国公民

提供定向安全保障，以中国国籍的优势提升国家认同。同时，坚持以经济稳定增长和疫情科学防控

这两条安全线，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居吸引力。

（二）全面发展边疆民族地区安居工程
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居感应立足于县域—城镇发展模式，核心优势是家门口的稳定就业岗位、安

居的舒适度及多民族文化的交融感，即公共服务便利可及、社会网络共融畅通。中国应推动社会公

共服务“横向到边”，大力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民生以及社会事

业发展，在实现公共服务全覆盖的基础上，提升服务质量，结合民族地区特点注重精细化和便捷性，

全方位提高边疆群众的获得感。应注重归国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及其他公共服务权益的转移接续，以

服务的便携性提升各族群众的安居感。应提升以家庭为单位的整体安居感，促进教育、医疗、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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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资源向边疆地区倾斜。应继续普及国家通用语，夯实文化同源性，降低边疆各族群众的信息获

取成本和国内务工成本。总之，应通过社会福利、公共服务、语言文化的系统性建设，实现各族群

众的生活、交往、精神家园等方面的全方位安居。

（三）以就业机遇保障多重获得感
就业可以带来薪资收入、积极的社会融入、稳定的职业规划和养老财富自我积累。因此，稳岗

就业可以实现安全、家庭、经济和福利等多重获得感的正向叠加效应。中国应持续推进边疆民族地

区的稳岗就业政策，形成创业友好型政策环境，让边境城镇夯实灵活而持续的财富创造力、就业吸

纳力。同时，应发展传统文化产业，特别是发展各民族濒危文化遗产传承相关产业，以文化共同体

实现经济共同体，对海外劳动力形成回国就业创业的示范效应，鼓励海外劳动力回到家乡创业并带

动就业。

（四）塑造海内外中华儿女的中国认同
在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大格局下，国家认同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包括中国公民的国家归属感与荣

誉感，也包括海外中华儿女的情感认同。中国曾以血缘为纽带形成“家国同构”的社会格局，并衍

生出“家国天下”社会责任的精神格局。至今，“家”依然是中华儿女的情感依托，其意义超越任何

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34］中国应充分发挥家庭共同体的情感联系与纽带作用，构建海外中华儿女

的多层次中国认同。首先，应继续传承并发挥中华文化的辐射力，使其和合共生的包容力转化为认

同感；其次，通过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系列民生建设，提高海外中华儿女家庭成员在中国的安居感

和生活质量，进而夯实他们对中国的情感认同；最后，以文化自信营造“润物细无声”的国家情感

认同，夯实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与行动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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